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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近期以放松“二孩”生育管制为核心内容的政策改革明显“遇冷”，我国人

口增长正面临“断崖式”下滑的巨大风险。 本文采用文本分析和准实验分析法，从理论和

经验上论证了城乡生育成本变化及其对生育率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近年来，随着生

育成本的变化，农村家庭的意愿生育水平大幅下降，而城镇家庭的意愿生育水平小幅增

长，最终城乡意愿生育水平总体降低。 那么，考虑到目前实际生育率远低于意愿生育水

平，“二孩”生育政策“遇冷”就成为由此可得的必然结果。 所以，借鉴发达国家经验，通过

生育激励措施消解生育成本变化的不利影响，是未来我国人口政策改革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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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长期以来，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为抑制人口过快增长、保持人口再生产与物质资料再生产的协

调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但是，近年来，随着生育水平的持续下降，我国人口问题已经从高生育率

带来的挑战转变为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和劳动力供给短缺等与低生育率相关的困难。 近期我国实

施的从“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等一系列渐进式生育政策改革，正是对这一转变的

积极回应，已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与少数学者的乐观估计不同，大部分调查研究表明，包括“全面二孩”在内的上述生育政策改

革明显“遇冷”，远远没有达到理想预期（姚引妹等，２０１４；乔晓春，２０１５；翟振武等，２０１５；韩雷、田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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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我国计划生育改革与生育率变化

　 　 注：纵轴代表出生率，即全国、城镇和农村 ０ 岁人口与人口总数的比例；考虑到生育时滞，１９９３ 年、２００３ 年和 ２０１１
年全国特别是城镇地区的生育波动主要是源于历次计划生育改革，包括：１９９１ 年和 １９９２ 年一些省市对计划生育条例

进行了重要修订（如北京、福建、湖北、云南、广西、陕西、广东、辽宁、吉林和安徽等），２００２ 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
《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正式实施，以及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年一些省市取消了生育间隔限制。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鹏，２０１６）。 甚至有学者指出，目前迫于经济和照料压力，生育需求才是决定生育率变化的核心因

素，以放松“二孩”生育管制为核心内容的政策改革着眼于生育供给因素，不可能取得实质效果，我
国人口增长正面临“断崖式”下滑的巨大风险（尹文耀等，２０１３；石智雷、杨云彦，２０１４；杨华磊、王
辉，２０１６；靳永爱等，２０１６）。 例如，在图 １ 中，多次计划生育改革都产生了短期生育波动，并没有彻

底改变生育率持续下滑的总趋势。 “二孩”生育政策“遇冷”凸显了我国生育研究的不足（郑真真，
２０１５），也表明在人口政策以外探究其他生育决定因素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新家庭经济学认为，生育子女是严格意义上的家庭行为，能够为家庭带来成本和收益。 为了

实现效用最大化，家庭对子女生育和一般商品消费同时做出决策，从而就产生了生育率变化。 当

前在避孕手段普及化的条件下，这种基于家庭决策的生育研究具有极大的现实性和可靠性（Ｂｕｔｚ
和 Ｗａｒｄ，１９７９）。 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强化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现代生育文化使生育子

女越来越体现为一种耐用消费品投资，这也增加了家庭决策分析的重要性（尹文耀等，２０１３；石智

雷、杨云彦，２０１４；张晓青等，２０１６）。
因此，本文论证微观家庭的生育决策，从而辨析“二孩”生育政策“遇冷”的原因，这对于我国生

育研究和生育政策改革都具有重要意义。 另外，近期随着一系列生育政策的改革，我国人口发展

正在经历实质性变化（石智雷、杨云彦，２０１４；李新运等，２０１４；郑真真，２０１５），由此所产生的多个局

部性生育实验，也为本文研究提供了难得的经验基础。

二、 文献综述

长期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很多国家的生育率持续下滑，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制度环境被

认为是其中的主要决定因素，而生育管制和家庭支持政策是调节这些因素进而作用于人口发展的

有效手段（徐映梅、瞿凌云，２０１１；Ｌｕｃｉ⁃Ｇｒｅｕｌｉｃｈ 和 Ｔｈéｖｅｎｏｎ，２０１３）。 与此类分析不同，序次模式生

育理论认为，在二孩以上“高孩次”生育研究中，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具有更大优势（Ｕｄｒｙ，
１９８３），并已得到了部分经验证据的支持（Ｓｃｈｒöｄｅｒ，Ｓｃｈｍｉｅｄｅｂｅｒｇ 和 Ｂｒüｄｅｒｌ，２０１６）。 而且，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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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等传统生育观念日益淡化，父母越来越从自身效用出发来考虑生育问题

（李建新、骆为祥，２００９），这也增加了成本收益分析在我国生育研究中的重要性。
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开始，以莱宾斯坦和贝克尔为代表的经济学者就逐步将成本收益分析引入

微观家庭生育研究，从而产生了成本效用理论、数量 － 质量替代理论、生育率内生模型和代际财富

流动理论等。 其中，成本效用理论认为，随着收入增长，生育成本不断提高而生育效用逐步下降，
人们将倾向于少生少育（Ｌｅｉｂｅｎｓｔｅｉｎ，１９７５）。 数量 －质量替代理论认为，子女的数量和质量都能为

父母带来正效用，但随着收入增长，父母将更加偏好于子女质量而非数量，这就导致了生育下滑

（Ｂｅｃｋｅｒ，１９７６；Ｌｉｕ，２０１４）。 贝克尔和巴罗等把数量 － 质量替代理论引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认为

父母效用也决定于下一代子女的效用水平，从而论证了生育率的内生性（Ｂｅｃｋｅｒ 和 Ｂａｒｒｏ，１９８８）。
同样，基于成本收益分析，代际财富流动理论认为，传统社会中财富主要是从子女流向父母，所以

父母偏好于多生育；而现代社会中财富是由父母流向子女，所以父母的生育意愿较低（Ｃａｌｄｗｅｌｌ，
１９７６）。

服务于计划生育改革的具体实践，我国学者也探讨了微观家庭的生育决策（邬沧萍、穆光宗，
１９９５；罗丽艳，２００３）。 不过，由于生育成本和生育收益的测度困难，大量文献主要是基于社会问卷

调查，通过简单的线性回归、统计描述或者思辨性分析，来研究人们对生育成本和生育收益的主观

评价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生育率变化。① 这些研究对于认识我国人口发展规律以及评价计划生育改

革成效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但是，目前鲜有文献基于成本收益分析框架全面论证微观家庭的生

育决策机制，并为之提供直接的经验证据。 这限制了上述研究的实践指导意义，是导致学界和政

府对“二孩”生育政策认识不深刻的重要原因（郑真真，２０１５）。 另外，大量文献针对某一地区或者

某一类人群展开问卷调查，将导致样本选择的系统性偏差，而使用简单的计量统计方法来分析生

育行为决策，也会存在遗漏变量和内生性问题，由此很容易产生不同甚至是相互矛盾的研究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使用成本收益模型论证微观家庭的生育决策机制，探讨“二孩”生育政策“遇

冷”的原因，试图在以下三个方面做出贡献：第一，我国很多地区的实际生育率已远远低于政策生

育水平，所以相对于大量文献立足于生育供给因素的人口政策研究，本文从生育需求出发分析微

观家庭生育决策机制，预期可以获得有关生育率变化的可靠认识。 第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数据涵盖了 １６０００ 个家庭样本，调查对象包括了所有家庭成员。 本文以此为基础检验微观

家庭的生育决策，可以避免样本选择的系统性偏差。 第三，大量有关生育行为的实证研究普遍存

在遗漏变量和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准实验方法和工具变量法能够有效避免由此所可能产生的估

计偏误。

三、 “二孩”生育政策“遇冷”的理论机制分析

由于我国长期实施城乡有别的计划生育政策，所以为了辨析城乡有别的意愿生育水平及其所

决定的“二孩”生育政策效果，本文使用文本分析法，建立了一个有关城乡家庭生育决策的成本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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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通过对某一地区或者某一类人群的问卷调查，论证生育成本和生育收益变化的代表性文献有：徐映梅、瞿凌云（２０１１），李
玉柱（２０１１），石智雷、杨云彦（２０１４），韩雷、田龙鹏（２０１６）以及张晓青等（２０１６）；基于全国调查资料论证生育行为变化的代表性文

献有：郑真真等（２００９），陈卫、靳永爱（２０１１），庄亚儿等（２０１４）以及靳永爱等（２０１６）；基于传统生育理论和现有调查资料，思辨性

分析生育行为的代表性文献有：邬沧萍、穆光宗（１９９５），罗丽艳（２００３），尹文耀等（２０１３）以及郑真真（２０１５）。



益模型。
（一）城乡家庭生育决策均衡

本文收集整理了大量生育行为研究文献，从中挖掘出有关生育成本和生育收益的文本描述。
首先，调查资料显示，随着子女数量增长，城乡家庭对生育收益的评价逐步降低，这说明边际生育

收益递减（郑真真等，２００９；徐映梅、瞿凌云，２０１１）。 其次，近年来养育子女的生活、教育和婚姻费

用以及机会成本快速上升（谭雪萍，２０１５；刘长庚等，２０１６），考虑到 ２ ～ ３ 年的多胎生育间隔（庄亚

儿等，２０１４；石智雷、杨云彦，２０１４），边际生育成本曲线应该向右上方倾斜。① 最后，由于目前我国

大多数已婚夫妇至少生育一个孩子，而生育“三胎”以上子女的比例也很小，所以大部分调查研究

的重点是“二孩”生育的成本和收益（郑真真等，２００９）。 有鉴于此，本文将生育成本限定为生育

“二孩”时所产生的边际成本，并把“二孩”收益理解为边际生育收益，由此通过成本收益模型来分

析城乡家庭的“二孩”生育决策。
１ 城乡家庭的生育成本差别

很多文献都强调生育支出对“二孩”生育决策具有重要影响，但是他们认为，生育支出的相对

值而非绝对值才具有显著的生育决定作用。 例如，调查资料显示，在已经有“二孩”、打算生“二孩”
和未打算生“二孩”的三类家庭中，月均收入并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差别。 这说明，在“二孩”
生育中，“养得起”或“养不起”主要决定于家庭成员对生育成本的主观感知而非绝对水平（郑真真

等，２００９）。 为了有效反映这种主观感知的生育成本压力，本文使用生育支出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之

比作为其衡量指标。 那么，面对差别不大的生育支出，平均在 ３ 倍以上的城乡收入差距可能使农

村家庭面临更大的生育成本压力（陈友华，２０１１），②即在图 ２ 中相对于城镇家庭的边际生育成本曲

线 Ｃ１，农村家庭曲线 Ｃ２ 会更高。
２ 城乡家庭的生育收益差别

调查资料显示，农村家庭的传统生育观念更强，其养育子女的目的更多是“传宗接代”、“养儿

防老”和增加经济收入等，而现代生育文化视域中的情感性心理需要已成为城镇家庭生育子女的

主要动因（李波平、向华丽，２０１０；徐映梅、瞿凌云，２０１１）。 由于“一孩”生育基本可以满足心理需

要，那么受不同生育文化影响，城乡家庭的 “二孩” 生育收益必然存在较大差别 （郑真真等，
２００９），③即相对于农村家庭的边际生育收益曲线 Ｒ２，城镇家庭曲线 Ｒ１ 更低，也更为陡峭。

综合上述两方面因素，考虑到“双独二孩”政策的改革时点是 ２００２ 年，本文基于现有文献，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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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养育子女具有规模经济，所以边际生育成本递减。 另外，在跨期多胎生育中，相对于生育支出的增加，我国

城乡家庭收入的增长可能更快，所以主观自我感知的生育成本也有可能会下降。 因此，这两方面因素都可能导致边际生育成本曲

线向右下方倾斜。 不过，相对于边际生育收益曲线，此时边际生育成本曲线必然更为平坦，这样才能得到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

生育均衡。 那么，这种更为平坦的向右下方倾斜的边际生育成本曲线并不会改变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
以大连市为例，根据尹豪和徐剑（２００８）的研究，２００６ 年城镇家庭的生育支出明显高于农村（４９５７７６ 元 ＞ ３５１２６３ 元），而

考虑到城乡收入差距，农村家庭自我感知的生育成本应该更大（３５１２６３ ／ ６９８３ ＝ ５０ ３０ ＞ ４９５７７６ ／ １３３５０ ＝ ３７ １４）。 其中，生育成本

包括养育子女的生活、教育和婚姻费用以及机会成本。 前三项内容根据尹豪和徐剑（２００８）的调查资料核算得出，而机会成本是根

据国务院颁发的《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和《女职工保健工作规定》 （卫妇发〔１９９３〕１１ 号），选择哺乳期为 １ ５ 年，然后将其乘以

２００６ 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而核算得出的。 另外，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１ 年以来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

普遍在 ３ 倍以上。
同时，受城乡有别的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城镇居民对“二孩”生育的收益评价一般都较低（郑真真等，２００９；谭雪萍，

２０１５）。



图 ２　 ２００１ 年城乡意愿生育水平的成本收益分析

　 　 注：横轴代表意愿生育水平，纵轴代表边际生育成本和边际生育收益；Ａ 点和 Ｂ
点是没有生育管制条件下城乡家庭生育决策的均衡点，分别对应于 １ ５８ 个和 ２ １０ 个

子女。

用文本分析法，测算了 ２００１ 年城乡家庭的意愿生育水平（分别为 １ ５８ 个和 ２ １０ 个），如图 ３ 所

示。① 那么，在图 ２ 中城乡家庭的生育决策均衡就是 Ａ 点和 Ｂ 点，而 ΔＲ１ 和 ΔＲ２ 是城乡家庭分别

在“一孩”和“一孩半”政策条件下边际生育收益与边际生育成本的差额。 根据全国生殖健康调查，
２００１ 年基本完成生育的妇女平均具有 １ ８０ 个理想子女数而其实际生育数为 ２ ２０ 个（陈卫、靳永

爱，２０１１），所以实际生育率远远高于意愿生育水平。 这也就是说，２００１ 年放开“二孩”生育管制，
预期城乡生育水平会发生强烈反弹，完全有可能达到甚至超过生育更替水平（２ １０ 个）。 这种生育

状况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界和政府对“二孩”生育政策改革的效果预估。

图 ３　 城乡家庭意愿生育水平的最新变化

　 　 注：横轴代表年份，纵轴代表意愿生育水平。 从整体上看，全体家庭样本曲

线大体处于城乡家庭样本曲线之间。

（二）“二孩”生育政策“遇冷”的原因

如图 ３ 所示，农村家庭的意愿生育水平从 ２００１ 年的 ２ １０ 个减少到了 ２０１３ 年的 １ ８０ 个左右，
而城镇家庭从 １ ５８ 个小幅增加到 １ ７５ 个左右，所以近年来城乡总体意愿生育水平一直在缓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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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基于文本分析法，所有数据资料均来自于调查研究文献。 对于某些年份的意愿生育水平缺失值，本文参照理想生育水平

进行了核算替代，核算标准是：意愿生育水平普遍低于理想生育水平 ０ ２ 左右（李玉柱，２０１１）。



降。 再加上目前生育意愿已经很难落实到生育行为，两者相差甚至可以达到 ０ ４ 以上（侯佳伟等，
２０１４）。 因此，可以推断，目前城乡家庭整体的实际生育率远低于“二孩”生育政策水平，“二孩”生
育政策“遇冷”成为必然发生的现象。 一般认为，在短期内生育文化及其所决定的生育收益很难发

生重大转变，那么生育成本就成为决定生育率下滑的主要因素。
１ 农村家庭的生育成本压力快速上升

在农村地区，相对于较低的收入水平，养育子女的生活、教育和婚姻费用快速增长（谭雪

萍，２０１５；刘长庚等，２０１６），普遍增加了农村家庭的生育成本压力。 因此，短期内不考虑生育文

化的转变，图 ４ 中农村家庭的边际生育成本曲线 Ｃ２ 快速上升，生育均衡点由 Ｂ 点变化到 Ｂ′点，
意愿生育水平将明显下降。 这就解释了图 ３ 中农村家庭意愿生育水平的大幅度降低，由此

可得：
假设 １：农村家庭的生育成本压力快速上升，必然会大幅度降低其意愿生育水平。

 

 

 

图 ４　 城乡意愿生育水平的变化

　 　 注：横轴代表意愿生育水平，纵轴代表边际生育成本和边际生育收益；Ｃ′
２ 是农村

家庭最新的边际生育成本曲线，Ｃ′
１ 是城镇家庭最新的边际生育成本曲线；Ａ′点和 Ｂ′

点是没有生育管制条件下城乡家庭生育决策的最新均衡点，按照前文分析他们所对

应的意愿生育水平分别应该是 １ ７５ 个和 １ ８０ 个左右。

２ 城镇家庭的生育成本压力缓慢下降

２００１—２０１４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 ４ ２８ 倍（参见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同时

以自我为中心的城市消费文化迅速发展（戴慧思、卢汉龙，２００１），这两方面因素都缓解了城镇家庭

在“二孩”生育中所感知的成本压力。 所以，调查资料显示，出于成本压力而放弃“二孩”生育的城

镇家庭占比显著降低（郑真真等，２００９；李玉柱，２０１１），城镇家庭意愿生育水平缓慢上升，已逐步缩

小了与农村家庭的差距（郑真真等，２００９；李玉柱，２０１１；谭雪萍，２０１５）。 这解释了图 ３ 中城镇家庭

意愿生育水平的小幅度增长，由此可得：
假设 ２：城镇家庭的生育成本压力缓慢下降，其意愿生育水平小幅上升。
综上所述，城乡有别的生育成本变化最终将导致城乡意愿生育水平总体下滑，那么考虑到目

前实际生育率远低于意愿生育水平，“二孩”生育政策“遇冷”就成为由此可得的必然结果。 不过，
这种理论分析仍然需要更多经验证据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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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检验方法与数据说明

为了避免有可能存在的样本选择偏差、遗漏变量和内生性问题，本文基于家庭微观调查数据，
将通过准实验方法（包括倍差法以及基于倍差法的倾向评分匹配估计，即 ＤＩＤ 和 ＤＤＰＳＭ）检验生

育成本变化，以验证上述有关“二孩”生育政策“遇冷”的理论分析。
（一）生育成本的检验方法

ＤＩＤ 分析是选择实施与未实施政策的两组样本，通过比较它们在政策实施前后的变化，来反映

政策改革的实际效果。 这种分析方法的最大优势是，剔除了不随时间变化以及在实验组和控制组

之间无差别特征的影响，从而能够有效避免遗漏变量所产生的估计偏误。 不过，ＤＩＤ 分析要求两组

样本在政策实施以外不存在任何差别，这限制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ＤＤＰＳＭ 分析可以利用 ＤＩＤ 分

析的优势，并通过倾向分值匹配来消除实验组与控制组在可观测特征上的差别。 采用 ＤＤＰＳＭ 方法，
本文为每一个“二孩”生育家庭找到相匹配的控制组样本，能够精确估计“二孩”生育成本的变化。

一般认为，生育决策都是以家庭为单位做出的，所以本文选择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ＣＦＰＳ）中的

家庭样本作为研究对象。 根据相关文献，２００２ 年“双独二孩”政策首先在湖北、甘肃和内蒙古试点，
然后到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才在所有省市展开；“单独二孩”政策在 ２０１０ 年首次提出，到 ２０１３ 年十八届三

中全会以后才正式在全国实施。 因此，为了取得更多“二孩”生育家庭样本，同时也为了反映生育

成本的最新变化，本文采用 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４ 年 ＣＦＰＳ 中的家庭样本，进行了两次准实验分

析。 在第一次准实验分析中，本文将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子女数均为 １ 的家庭作为控制组，而将此期间

子女数变为 ２ 的家庭作为实验组；在第二次准实验分析中，本文将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子女数均为 １ 的

家庭作为控制组，而将此期间子女数变为 ２ 的家庭作为实验组。 这样，通过对比两次 ＤＤＰＳＭ 分析

结果，本文就可以检验“二孩”生育成本的变化。①

由于生育成本的影响因素很多，而且其中一些因素还可能会作用于家庭生育决策，造成实验

组与控制组的选择性偏差，所以本文在估计方程中加入了很多控制变量，包括家庭特征变量，比如

人均收入、人均健康状况、人口抚养比等，以及家庭户主特征变量，比如年龄、性别、户籍类型等，估
计方程为：

Ｃ ｉｊｔ ＝ α ＋ β·Ｄｉｊ ＋ γ·ＤＴｔ ＋ θ·Ｄｉｊ·ＤＴｔ ＋ ϕ·Ｘ ｉｊｔ ＋ ε·ψｉｊｔ ＋ ζ·Ｚ ｉｊ ＋ ｕｉｊｔ （１）

其中，Ｃ ｉｊｔ表示 ｊ 组家庭 ｉ 在 ｔ 年的生育成本；Ｄｉｊ为生育情况的虚拟变量，如果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或

者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子女数由 １ 个增加为 ２ 个，该家庭即为两次准实验分析的实验组样本，Ｄｉｊ取值为

１，而在此期间只有 １ 个子女的家庭即为控制组样本，Ｄｉｊ取值为 ０；ＤＴｔ 为时间虚拟变量，在第一次准

实验分析中，２０１０ 年的样本为 ０，而 ２０１２ 年的样本为 １，在第二次准实验分析中，２０１２ 年的样本为

０，而 ２０１４ 年的样本为 １；Ｄｉｊ × ＤＴｔ 是时间和“二孩”生育情况的交互项，其估计系数就是“二孩”生育

的实际影响；Ｘｉｊｔ表示 ｊ 组家庭 ｉ 在 ｔ 时期的户主特征变量；Ψｉｊｔ表示 ｊ 组家庭 ｉ 在 ｔ 时期的家庭特征变

量；ｊ ＝１、２，分别表示城镇和农村家庭样本组；ｔ ＝０ 或者 １，分别表示 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２ 年或者 ２０１２ 和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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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不是针对某一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效果评价，而只是为了检验近年来生育成本的变化，并以此为基础验证“二孩”生
育政策“遇冷”的原因。 并且，如前文所述，“双独二孩”和“单独二孩”政策改革都具有明显的渐进性特征，不存在明确的时间节

点。 所以，此处进行的两次准实验分析都没有涉及计划生育政策的改革时点和效果时滞问题。



年。 另外，估计方程中还加入了东、中、西部地区虚拟变量 Ｚｉｊ，以控制地区因素的影响。
（二）数据来源和指标说明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实施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ＣＦＰＳ），该项

调查收集了家庭及其成员的微观数据。 对于家庭样本中的缺失值，本文根据家庭户主特征和家庭

特征进行了回归插值处理，由此共得到 １０５０ 个城镇家庭样本和 １４２７ 个农村家庭样本。 在两次准

实验分析中，本文删除了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新增家庭样本，以剔除新成立以及婚姻变

动家庭的影响。
１ 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

本文选择是否生育“二孩”虚拟变量作为解释变量，而将家庭消费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反映城

乡家庭所感知的生育成本压力。 如前文分析，在“二孩”生育决策中，“养得起”或“养不起”主要是

一种主观的自我感知（郑真真等，２００９），并不决定于生育支出或家庭收入的绝对水平。 那么，考虑

到直接测度生育成本存在诸多困难，为了有效反映家庭所感知的生育成本压力，本文在估计方程

式（１）中是以家庭消费作为其代理变量的。 这种代理变量选择具有三方面的优势：第一，消费变化

更能反映家庭成员所感知的生育成本压力；第二，与生育支出和家庭收入等指标相比，消费与生育

行为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因果内生性；第三，除了直接的生育支出，家庭消费还能够反映机会成本所

产生的生育成本压力。 另外，为了消除家庭规模的影响，本文对家庭消费进行了人均处理。
２ 控制变量的选择

生育成本压力或者说其代理变量———家庭消费会受到家庭特征和家庭户主特征等诸多因素

的影响，所以本文将这些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引入估计方程式（１），具体包括：
第一，家庭人均收入。 本文将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其他收入

的总和作为家庭收入的衡量指标。 同时，为了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以 ２０１０ 年为基期，相关数据都

进行了平减处理。
第二，家庭人口抚养比。 本文将家庭人口抚养比定义为，家庭中 １４ 岁以下及 ６５ 岁以上人口数

与 １５ ～ ６４ 岁人口数的比值。 根据生命周期假说，人们通常会在工作生命期内进行储蓄，而在非工

作生命期内进行消费。 所以，家庭成员中处于非工作期的人口越多，家庭消费越高。
第三，家庭的人均健康状况及参保情况。 根据预防性储蓄理论，居民的健康状况及参保情况

决定了其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从而会影响其当期消费。 健康状况的测度方法是：把家庭成员的

健康自我评价进行人均处理，赋值标准是在健康调查的七个等级中，将非常健康、比较健康、健康

的家庭赋值为 １，将一般健康的家庭赋值为 ２，将不健康、比较不健康、非常不健康的家庭赋值为 ３；
参保情况的衡量标准是：参加保险 ＝ １，未参加保险 ＝ ０。 其中，参加保险的类别包括养老保险、医
疗保险以及工作保险。

第四，家庭户主的年龄、性别、职业、户籍类型和受教育程度。 将这些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引入

估计方程，主要是因为它们与消费观念相关，是决定家庭消费的重要因素。 对于性别和户籍类型，
本文采用虚拟变量来衡量，“男性”和“城镇户籍”被赋值为 １，“女性”和“农村户籍”被赋值为 ０。
参照《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职业分类》以及李波平、向华丽（２０１０）的研究，对于户主的职业，本文

也是采用虚拟变量来衡量，赋值方法是：首先把所有职业划分为 ５ 类，然后将国家机关、党群组织、
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赋值为 １，将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赋值为 ２，将商业、服务业人员和生产、
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赋值为 ３，将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赋值为 ４，将无业、失业及

料理家务者赋值为 ５。 此外，本文采用受教育年限来反映户主的受教育程度，核算方法是：小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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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为 ０ 年，小学为 ６ 年，初中为 ９ 年，高中、职业高中、中专、技校为 １２ 年，大专、高职为 １５ 年，大学

本科为 １６ 年，研究生为 １９ 年，博士生为 ２２ 年。
第五，地区虚拟变量。 受经济发展水平、传统文化观念和地理资源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地

区居民的消费行为自然有所差别。 并且，在历次计划生育改革中，各地区改革的时间和力度也不

相同。 例如，农村地区在 １９８４ 年普遍实施了“一孩半”政策；湖北、甘肃和内蒙古在 ２００２ 年就实行

了“双独二孩”政策，等等。 所以，本文在估计方程中还加入了地区虚拟变量。
３ 相关变量的统计性分析

显然，在表 １ 中，无论是“二孩”生育之前或者之后，实验组的消费水平都明显低于控制组样

本。 这说明，在“二孩”生育以外，还存在其他因素作用于实验组和控制组样本的消费行为，所以估

计方程式（１）中必须加入其他控制变量。

　 　 表 １ 家庭消费以及家庭和户主特征

第一次准实验分析 第二次准实验分析

全体样

本均值

２０１０ 年均值 ２０１２ 年均值

实验组 控制组 实验组 控制组

全体样

本均值

２０１２ 年均值 ２０１４ 年均值

实验组 控制组 实验组 控制组

被解释变量

家庭人

均消费

８ ８９
（０ ８２）

８ ２６
（０ ７７）

８ ７６
（０ ７７）

８ ５５
（０ ７７）

９ １１
（０ ８０）

９ ０７
（０ ８６）

８ ７０
（０ ７４）

９ ０３
（０ ８５）

８ ７６
（０ ８３）

９ １９
（０ ８５）

家庭户主特征

年龄
４４ ６２

（１０ １３）
４５ ２８

（１２ ９５）
４３ ４８
（９ ７５）

４７ ２７
（１２ ９５）

４５ ４４
（９ ７６）

４７ ２１
（１１ ０９）

４７ ３３
（１２ ７８）

４６ ０７
（１０ ８０）

４９ ３３
（１２ ７８）

４８ ０７
（１０ ８０）

性别
０ ７４

（０ ４４）
０ ８１

（０ ３９）
０ ７４

（０ ４４）
０ ８１

（０ ３９）
０ ７４

（０ ４４）
０ ７５

（０ ４４）
０ ７９

（０ ４１）
０ ７４

（０ ４４）
０ ８０

（０ ４０）
０ ７４

（０ ４４）

职业
３ ７０

（１ １５）
４ ０６

（１ ０２）
３ ６７

（１ １６）
４ ０６

（１ ０２）
３ ６７

（１ １６）
３ ４０

（１ ０７）
３ ５１

（１ ０１）
３ ３８

（１ ０７）
３ ５１

（１ ０１）
３ ３８

（１ ０７）
户籍

类型

０ ４１
（０ ４９）

０ １２
（０ ３２）

０ ４２
（０ ４９）

０ １４
（０ ３４）

０ ４４
（０ ５０）

０ ３４
（０ ４７）

０ １５
（０ ３５）

０ ３６
（０ ４８）

０ １５
（０ ３５）

０ ３６
（０ ４８）

受教育

程度

８ ４３
（４ ４５）

６ ５８
（４ ２７）

８ ６１
（４ ４２）

６ ５８
（４ ２７）

８ ６１
（４ ４２）

７ ８９
（４ ５７）

７ ００
（４ ３１）

８ １５
（４ ４８）

６ ７８
（４ ４１）

７ ８８
（４ ６７）

家庭特征

人均

收入

８ ９０
（１ １０）

８ ４５
（０ ８７）

８ ９２
（０ ９３）

８ ２７
（１ ３２）

８ ９９
（１ ２２）

８ ９５
（１ ２０）

８ ６７
（１ ３３）

８ ９６
（１ ２０）

８ ４１
（１ ２５）

９ ０５
（１ １５）

人均

健康

１ ５３
（０ ４９）

１ ５５
（０ ４７）

１ ６２
（０ ５０）

１ ４５
（０ ４５）

１ ４４
（０ ４８）

１ ４２
（０ ４７）

１ ４４
（０ ４４）

１ ４６
（０ ４８）

１ ４１
（０ ４３）

１ ３９
（０ ４６）

人口

抚养比

０ ２２
（０ １７）

０ ２８
（０ １２）

０ ２１
（０ １７）

０ ４１
（０ １１）

０ ２０
（０ １７）

０ ２４
（０ １７）

０ ２７
（０ １２）

０ ２３
（０ １７）

０ ３９
（０ １０）

０ ２２
（０ １７）

参保

情况

０ ９５
（０ ２３）

０ ９１
（０ ２８）

０ ９４
（０ ２４）

０ ９７
（０ １８）

０ ９５
（０ ２２）

０ ９８
（０ １４）

０ ９９
（０ １１）

０ ９７
（０ １８）

１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９９
（０ １１）

观测值 ２４７７ ２１４ ２２６３ ２１４ ２２６３ ２４５２ ２７３ ２１７９ ２７３ ２１７９

　 　 资料来源：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ＣＦＰＳ）（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２ 年、２０１４ 年）。
注：为了减少量纲的影响，同时为了缩小数据样本的异方差，本文对人均消费进行了取对数处理。 这并不妨碍本文对家庭消

费进而对生育成本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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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家庭户主的职业、户籍类型、受教育程度和人口抚养比等方面，无论是“二孩”生育之

前或者之后，实验组与控制组之间也存在明显差别。 这进一步说明，在实验组和控制组之间确实

存在样本选择性偏差，户主职业层次高、属于农村户籍、受教育程度低和人口抚养比高的家庭可能

更倾向于进行“二孩”生育。 因此，为了解决由此所可能产生的估计偏误，本文将这些家庭和户主

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引入估计方程，并以此为基础在准实验分析中进行样本匹配。

五、 “二孩”生育政策“遇冷”的实证检验

按照前文理论分析，生育支出的快速增长会迫使家庭成员降低人均消费，由此形成可感知的

生育成本压力。 在短期内生育文化及其所决定的生育收益变化很小，那么这种可感知的生育成本

压力迫使人们改变生育决策，是导致“二孩”生育政策“遇冷”的重要原因。 为了检验这一判断，本
文对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家庭样本在“二孩”生育前后的人均消费变化进行准实验分析，结果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城乡家庭的生育成本分析

家庭人均消费 父母消费 父母闲暇

（１） （２） （３）

Ａ　 全体家庭样本

θＯＬＳｉ１１
－ ０ １１５∗∗∗

（ － ４ ３７）
－ ０ ２１５∗∗∗

（ － ２ ９１）
－ ０ １１７∗∗∗

（ － ３ １７）

θＤＩＤｉ１１
０ ０７６∗

（１ ８９）
－ ０ ２７８∗∗

（ － ２ ２０）
－ ０ １１４∗

（ － １ ８６）

θＤＤＰＳＭｉ１１
－ ０ ０７７∗∗

（ － １ ９６）
－ ０ １７６

（ － １ ３８）
－ ０ １９９∗∗∗

（ － ３ １９）
观测值 ２２１１ ２３４７ ２３５９

θＯＬＳｉ２１
－ ０ １１４∗∗∗

（ － ４ ４１）
－ ０ ２３７∗∗∗

（ － ２ ７７）
－ ０ ０８２∗∗

（ － ２ ０６）

θＤＩＤｉ２１
－ ０ ０６１

（ － １ ５７）
－ ０ ３５６∗∗∗

（ － ２ ８７）
－ ０ ２５５∗∗∗

（ － ３ ７５）

θＤＤＰＳＭｉ２１
－ ０ １６８∗∗∗

（ － ４ ２０）
－ ０ ２４４∗∗

（ － １ ９８）
－ ０ ２３２∗∗∗

（ － ３ ２５）
观测值 ２１９１ ２３６８ ２１４９

θＤＤＰＳＭＤＤＤｉ１ － ０ ０９１ － ０ ０６８ － ０ ０３３

Ｂ　 城镇家庭样本

θＯＬＳｉ１２
－ ０ ０３４

（ － ０ ６４）
－ ０ １７９

（ － ０ ６０）
－ ０ １５０

（ － １ ２７）

θＤＩＤｉ１２
０ ０３４
（０ ４１）

－ ０ ８８９∗∗

（ － ２ ０８）
－ ０ ２７２∗∗

（ － ２ ５５）

θＤＤＰＳＭｉ１２
－ ０ １２６

（ － １ ５７）
－ ０ ９４６∗∗

（ － ２ ２３）
－ ０ ３４１∗∗∗

（ － ３ ００）
观测值 ８０１ ９９２ １０３０

９３１



续表 ２

家庭人均消费 父母消费 父母闲暇

（１） （２） （３）

θＯＬＳｉ２２
－ ０ １６９∗∗∗

（ － ２ ９３）
０ ２８０
（０ ９８）

－ ０ ３６１∗∗∗

（ － ３ ９７）

θＤＩＤｉ２２
０ １５０
（１ ５５）

０ ０２２
（０ ０５）

０ ２２４∗∗

（２ ０１）

θＤＤＰＳＭｉ２２
－ ０ ０８９

（ － ０ ８９）
－ ０ １４２

（ － ０ ３１）
０ １２５
（０ ９９）

观测值 ６６１ ７９５ ７８５

θＤＤＰＳＭＤＤＤｉ２ ０ ０３７ ０ ８０４ ０ ４６６

Ｃ　 农村家庭样本

θＯＬＳｉ１３
－ ０ １３４∗∗∗

（ － ４ ３４）
－ ０ １５７∗∗

（ － ２ １３）
－ ０ １２３∗∗∗

（ － ３ ３２）

θＤＩＤｉ１３
０ ０５０
（１ １２）

－ ０ ０３７
（ － ０ ２９）

－ ０ １５９∗∗

（ － ２ ２８）

θＤＤＰＳＭｉ１３
－ ０ １０８∗∗

（ － ２ ４４）
－ ０ ０８７

（ － ０ ６６）
－ ０ １６４∗∗

（ － ２ ３１）

观测值 １３７２ １４１５ １３２９

θＯＬＳｉ２３
－ ０ ０７８∗∗∗

（ － ２ ７０）
－ ０ ２６５∗∗∗

（ － ３ １９）
－ ０ ０１９

（ － ０ ４５）

θＤＩＤｉ２３
－ ０ ０８０∗

（ － １ ７９）
－ ０ ２７６∗∗

（ － ２ ２４）
－ ０ ３０８∗∗∗

（ － ３ ９７）

θＤＤＰＳＭｉ２３
－ ０ １７７∗∗∗

（ － ３ ８９）
－ ０ ２５２∗∗

（ － ２ ０２）
－ ０ ３００∗∗∗

（ － ３ ６７）

观测值 １５５８ １６０３ １３６６

θＤＤＰＳＭＤＤＤｉ３ － ０ ０６９ － ０ １６５ － ０ １３６

　 　 注：为了消除特异值的影响，本文对家庭和父母消费数据进行了截尾处理。 同时，在估计方程中，本文采用聚类稳健标准误，并将

聚类变量设为个体，进行相关实证检验，以避免消费惯性所可能引致的随机误差项的自相关。 另外，为了证明传统生育研究所可能

存在的样本选择偏差、遗漏变量和内生性问题，此处列出了三种方法的回归结果，其中最小二乘估计方程为： Ｃｉｊｔ ＝ β０ ＋ β１·Ｄｉｊ ＋

β２·ＤＴｔ ＋ β３·Ｘｉｊｔ ＋ β４·ψｉｊｔ ＋ β５·Ｚｉｊ ＋ εｉｊｔ ，ＤＩＤ 和 ＤＤＰＳＭ 的估计方程是方程式（１）。 ∗∗∗表示 ｐ ＜ ０ ０１，∗∗表示 ｐ ＜ ０ ０５，∗表

示 ｐ ＜ ０ １，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下的 ｔ 值。 θＯＬＳｉｊｋ、θＤＩＤｉｊｋ和 θＤＤＰＳＭｉｊｋ表示估计结果，其中 ｉ ＝ １、２、３，表示估计方程式，分别对应

于不同的被解释变量；ｊ ＝ １、２，表示不同样本区间，１ 表示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样本，２ 表示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样本；ｋ ＝ １、２、３，１ 表示全体家

庭样本，２ 表示城镇家庭样本，３ 表示农村家庭样本。 三次差分 θＤＤＰＳＭＤＤＤｉｋ ＝ θＤＤＰＳＭｉ２ｋ － θＤＤＰＳＭｉ１ｋ。

（一）城乡家庭的生育成本变化

表 １ 中各变量的统计性分析显示，估计方程式（１）很可能存在样本选择偏差，从而会产生估计

偏误。 而且，ＤＩＤ 与 ＤＤＰＳＭ 的估计结果明显不同，也证明了这一判断。 所以，本文使用 ＤＤＰＳＭ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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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进行相关分析，预期可以获得更为可靠的结果。①

在表 ２（Ｃ）中，“二孩”生育显著降低了农村家庭的人均消费，这说明“二孩”生育产生了可感知

的成本压力，从而显著挤出了家庭消费。 另外，与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相比，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农村家庭的

人均消费下降更多（ θＤＤＰＳＭ１２３ ＝ － ０ １７７ ＜ θＤＤＰＳＭ１１３ ＝ － ０ １０８），也更为显著（ ｔＤＤＰＳＭ１２３ ＝ － ３ ８９ ＜
ｔＤＤＰＳＭ１１３ ＝ － ２ ４４）。 这表明，农村家庭所感知的“二孩”生育成本在快速增长，产生了不断上升的成

本压力，由此必然会降低生育意愿。 这就初步验证了假设 １。
在表 ２（Ｂ）中，“二孩”生育降低了城镇家庭的消费水平，但都不显著（ ｔＤＤＰＳＭ１１２ ＝ －１ ５７，ｔＤＤＰＳＭ１２２ ＝

－０ ８９）。 所以，城镇家庭生育“二孩”没有产生明显的成本压力，或者说，城镇家庭可感知的“二
孩”生育成本很小，没有明显挤出家庭消费。 同时，与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相比，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城镇家庭

消费的下降幅度变小（θＤＤＰＳＭＤＤＤ１２ ＝ ０ ０３７ ＞ ０）。 由此可以推断，城镇家庭的生育成本压力没有增

长，甚至有所下降，那么其意愿生育水平很可能会小幅增加。 这就验证了假设 ２。
在表 ２ （Ａ） 中，“二孩” 生育显著降低了家庭消费水平 （ θＤＤＰＳＭ１１１ ＝ － ０ ０７７ ＜ ０， θＤＤＰＳＭ１２１ ＝

－０ １６８ ＜０），而且与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相比，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家庭消费减少更多（θＤＤＰＳＭＤＤＤ１１ ＝ － ０ ０９１ ＜
０）。 这说明，“二孩”生育产生了不断增长的成本压力，挤出了家庭消费。 那么，短期内在生育文化

及其所决定的生育收益难以发生重大转变的情况下，这种成本压力增长必然会导致城乡意愿生育

水平的下降，从而再次验证了假设 １ 和假设 ２，由此也就证明了前文有关“二孩”生育政策“遇冷”
的理论分析。

（二）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上述实证分析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从替换衡量指标和改变研究方法两个方面出发，
重新估计了方程式（１）。

１ 替换衡量指标

父母是家庭生育决策的主体，其消费和闲暇最能体现家庭成员所感知的生育成本压力，是决

定家庭生育意愿和生育需求的关键变量。 因此，本文选择父母的消费和闲暇作为生育成本压力的

代理变量，重新进行了相关估计。
由于 ＣＦＰＳ 中缺少针对父母消费和闲暇的专项调查，所以本文使用家庭文化、娱乐、休闲支出

来反映父母消费，而将“锻炼身体情况”作为父母闲暇的衡量指标。 在此，父母是一个抽象概念，它
涵盖了父母、祖父母以及外祖父母等家庭成人群体。 那么，本文选择家庭文化、娱乐、休闲支出作

为消费的衡量指标，可以将消费主体限制于父母而非子女。 另外，本文将 ＣＦＰＳ 中家庭成人的锻炼

次数进行平均化处理，以此作为父母闲暇的衡量指标，赋值标准是将锻炼次数从 ０ 到 ３ 分为 ４ 档，０
表示从不锻炼，１ 表示几个月锻炼一次或一个月锻炼一次，２ 表示一个月锻炼几次或一周锻炼几

次，３ 表示每天都锻炼。 在父母闲暇分析中，除了家庭户主特征和家庭特征以外，本文在估计方程

式（１）中还加入了是否与祖父母同住虚拟变量，以反映祖父母隔代照料新生子女情况，赋值标准

是：与祖父母同住为 １，未与祖父母同住为 ０，估计结果如表 ２ 所示。

１４１

① 在表 ２ 中，除了各个系数的绝对数值，ＯＬＳ 与 ＤＤＰＳＭ 估计结果并不存在显著差别，但是本文认为，其中仍然有可能存在

不容忽视的样本选择偏差。 这是因为，如表 １ 所示，在 ＯＬＳ 估计中，实验组和控制组之间的职业和受教育程度差异会高估“二孩”
生育成本，而户籍类型和人口抚养比差别又会产生低估偏差，最终将很难形成针对城乡生育成本变化的精确判断。 并且，尽管本

文在估计方程式（１）中已经纳入了很多控制变量，但仍有可能存在遗漏变量问题，这也会产生 ＯＬＳ 的估计偏误。 另外，ＯＬＳ 估计

结果不显著区别于 ＤＤＰＳＭ 方法，这也说明它并不妨碍本文基于 ＤＤＰＳＭ 方法进行生育成本分析。 因此，为了有效解决样本选择偏

差以及有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问题，本文主要采用 ＤＤＰＳＭ 方法进行相关检验。



首先，在农村家庭样本中，“二孩”生育显著降低了父母的消费和闲暇，而且与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

相比，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父母消费和闲暇减少更多（ θＤＤＰＳＭＤＤＤ２３ ＝ － ０ １６５ ＜ ０，θＤＤＰＳＭＤＤＤ３３ ＝ － ０ １３６ ＜
０）。 这说明，农村家庭所感知的生育成本压力确实在快速上升。 其次，在城镇家庭样本中，两次准

实验分析相比，父母消费和闲暇的降幅没有扩大，而且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父母闲暇还出现了增长

（θＤＤＰＳＭ３２２ ＝ ０ １２５ ＞ ０）。 由此可以推断，城镇家庭所感知的生育成本压力缓慢下降。 最后，在全体

家庭样本中，“二孩”生育降低了父母消费和闲暇，而且两次准实验分析结果相比，父母消费和闲暇

的降幅都在扩大。 这再次证明了假设 １ 和假设 ２，说明城乡家庭所感知的生育成本压力上升，那么

城乡意愿生育水平必然下降。
２ 改变研究方法

虽然准实验分析可以有效解决选择性偏差和遗漏变量问题，但是在估计方程式（１）中仍有可

能存在不容忽视的内生性。 这是因为，一方面，尽管本文在准实验分析中已经纳入了很多控制变

量，但仍有可能存在遗漏变量问题；另一方面，生育、消费和闲暇都有可能受到第三方共同因素的

影响。 比如，收入可以影响生育行为，同时也是决定消费的重要变量。 因此，为了有效解决内生性

问题，借鉴孙文凯等（２０１６）以及刘小鸽（２０１６）的研究，本文使用生育政策和生育意愿两方面指标

作为家庭生育“二孩”的工具变量，重新估计了方程式（１）。
生育政策和生育意愿反映了家庭生育行为的供给和需求。 其中，在 ＣＦＰＳ 中社区（村）层面是

否允许生育“二孩”的虚拟变量，可以反映生育政策情况；而在县（区）层面“二孩”生育家庭的比

例，能够反映生育意愿情况。 显然，是否允许生育“二孩”不决定于家庭因素，可以作为家庭生育行

为的工具变量；同时在县（区）层面，“二孩”生育家庭占比更多是决定于传统文化、生育惯性、政策

环境等地区因素，受单个家庭的影响较小，所以也能作为家庭生育行为的工具变量，①由此估计结

果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城乡家庭生育成本的 ＩＶ 检验

家庭人均消费 父母消费 父母闲暇

（１） （２） （３）

Ａ　 全体家庭样本

θＩＶｉ１１
－ ０ ６８９∗∗∗

（ － ７ ４１）
－ ０ ７６８∗∗∗

（ － ３ ９４）
－ ０ ０１９

（ － ０ １５）

θＩＶｉ２１
－ １ １６３∗∗∗

（ － ９ ８９）
－ １ ２６０∗∗∗

（ － ４ １７）
－ ０ ２１３

（ － １ ５１）

θＩＶＤＤＤｉ１ － ０ ４７４ － ０ ４９２ － ０ １９４

Ｂ　 城镇家庭样本

θＩＶｉ１２
－ １ ３６６∗∗∗

（ － ３ ５７）
－ ３ １６１∗∗∗

（ － ２ ６７）
－ ０ １９４

（ － ０ ３３）

θＩＶｉ２２
－ ０ ９２６∗∗∗

（ － ４ ５６）
１ １７９
（１ ２１）

－ ０ ４８１
（ － １ ３１）

θＩＶＤＤＤｉ２ ０ ４４０ ４ ３４０ － ０ ２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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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通过相关检验，以这两项指标的交互项作为工具变量不存在弱工具变量和不可识别问题。



续表 ３

家庭人均消费 父母消费 父母闲暇

（１） （２） （３）

Ｃ　 农村家庭样本

θＩＶｉ１３
－ ０ ６０７∗∗∗

（ － ６ １５）
－ ０ ６９１∗∗∗

（ － ３ ７２）
－ ０ ０８７

（ － ０ ６７）

θＩＶｉ２３
－ １ ２７１∗∗∗

（ － ９ １３）
－ １ ６３６∗∗∗

（ － ５ ４５）
－ ０ １８７

（ － １ ２０）

θＩＶＤＤＤｉ３ － ０ ６６４ － ０ ９４５ － ０ １００

　 　 注：∗∗∗表示 ｐ ＜ ０ ０１，∗∗表示 ｐ ＜ ０ ０５，∗表示 ｐ ＜ ０ １，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下的 ｔ 值。 θＩＶｉｊｋ表示估计结果，其中 ｉ ＝ １、

２、３，表示估计方程式，分别对应于不同的被解释变量；ｊ ＝ １、２，表示不同样本区间，１ 表示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样本，２ 表示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样本；ｋ ＝ １、２、３，１ 表示全体家庭样本，２ 表示城镇家庭样本，３ 表示农村家庭样本。 三次差分 θＩＶＤＤＤｉｋ ＝ θＩＶｉ２ｋ － θＩＶｉ１ｋ。

显然，除了绝对数值差异，ＩＶ 分析结果中各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都基本等同于 ＤＤＰＳＭ 分析结

果。① 只是，在城镇家庭样本中，两次 ＩＶ 分析相比，父母在增加消费的同时还减少了闲暇。 这种消

费与闲暇的反向变化与表 ２（Ｂ）中估计结果明显不同，但却恰恰说明城镇家庭生育成本的下降很

有限，由此所产生的生育增长也会很小。 这就再次验证了假设 ２，也进一步证明了城乡有别的生育

成本变化以及前文有关“二孩”生育政策“遇冷”的理论分析。

六、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近年来，我国生育水平持续下降，与低生育率相关的少子化、老龄化、劳动力短缺、性别比失衡

等问题成为人口发展的主要障碍。 为此，我国实施了一系列以放松“二孩”生育管制为核心内容的

政策改革。 但是，大量研究表明，这些改革明显“遇冷”，我国人口增长正面临“断崖式”下滑的巨大

风险。 所以，探寻“二孩”生育政策“遇冷”的原因，不仅是我国生育研究所面临的紧迫任务，而且也

是未来计划生育改革的重要前提。
有资料表明，近期养育子女的生活、教育和婚姻费用以及机会成本快速上升，形成了众多家庭

可感知的生育成本压力。 那么，短期内在生育文化及其所决定的生育收益难以发生重大转变的情

况下，这种可感知的生育成本压力就成为降低生育意愿进而抑制“二孩”生育政策效果的关键。 本

文使用文本分析法，从理论上论证了生育成本变化及其对城乡家庭意愿生育水平进而对“二孩”生
育政策效果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农村家庭生育“二孩”的成本压力快速上升，使其意愿

生育水平大幅下降；另一方面，城镇家庭的“二孩”生育成本压力缓慢下降，使其意愿生育水平小幅

增长。 最终，两方面因素导致城乡意愿生育水平总体下降。 那么，考虑到目前实际生育率远低于

意愿生育水平，“二孩”生育政策“遇冷”就成为由此可得的必然结果。 基于家庭微观调查数据，本
文使用准实验方法，基本验证了城乡有别的生育成本变化，从而为上述理论分析提供了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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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 ＤＤＰＳＭ 和 ＩＶ 分析结果中各变量的估计系数并不完全一致。 这主要是因为：ＤＤＰＳＭ 分析可以有效避免样本选择偏差

和遗漏变量问题，但仍有可能存在内生性；ＩＶ 分析在解决内生性问题上具有突出优势，但无法有效解决样本选择偏差所产生的估

计偏误。 本文使用这两种方法相互校验，可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而且，两种方法分析结果的绝对数值差异并不妨碍本文据

此对“二孩”生育成本变化做出判断。



的支持。
因此，在放松生育管制的条件下，为了改变目前这种内生性、意愿性的低生育现象，解决我国

人口增长的困难：第一，借鉴日本、韩国和欧洲国家的历史经验，我国要尽快出台涉及经济、教育和

家庭劳务等诸多内容的生育激励措施，以实现家庭生育成本的社会化；第二，这些生育激励措施不

仅要解决城镇家庭的生育支出困难，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能够缓解农村家庭生育成本快速上升的

冲击；第三，要尽快改变“晚婚晚育”、“少生优育”、“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等生育观念，提高生

育的心理收益，以消解生育成本持续增长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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